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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旨在评估阅读项⽬在提⾼农村⼩学⽣阅读能⼒和学习成绩⽅⾯的有效性。通过对 4108 名学⽣的调

查数据，我们发现在没有任何⼲预的情况下，学⽣表现出较低⽔平的阅读成绩、独⽴阅读量和阅读信⼼。

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经过设计的合适的⼲预⽅式可以提⾼学⽣的阅读和学习成绩。尤其，当获得

图书的机会增加，加上有效的教师培训，可以显著地提升学⽣的阅读能⼒，数学考试成绩，和语⽂考试成

绩。我们相信这些提升是由于教师对于阅读教学和阅读态度的改变造成的。这些发现表明，⿎励提⾼阅读

量和提供⾼质量的阅读指导是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改善学⽣成绩项⽬的重要组成部分。 

 

1.引⾔ 

在幼⼉时期培养⾜够的阅读能⼒对学⽣在整个教育⽣涯中的学业成绩有巨⼤的影响（National Reading 

Panel,2000;Slavin,Lake,Chambers,Cheung,&Davis,2009）。反之亦然。如果学⽣们在上学的早期不能发展他们

的阅读能⼒，那么他们在以后的⽣活中可能会⾯临学习上的落后，就业和社会收⼊的问题（Good,Simmons, 

& Kame’enui,2001;Slavin et al.,2009;Whitehurst & Lonigan,2001）。基于这个原因，⼈们普遍认为阅读挑战应该

尽早解决，以减少发展迟缓对学⽣造成长期影响的可能性。 

以往的研究发现，阅读能⼒的发展与学⽣的阅读量（图书册数）和阅读指导的质量有关（Cunningham 

&Stanovich,2001;Kassow,2006;Topping&Sanders,2000）。尤其，研究表明，增加阅读量和有效的阅读指导相结

合可以提⾼阅读能⼒（Topping,Samuel,&Paul,2007）。Elley(1996)也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提供阅读指导和阅读更

多的图书可以提⾼学⽣的阅读能⼒。如果不充分重视提⾼学⽣的理解⽔平，增加阅读时间可能只能适度的

提⾼阅读能⼒。 

由于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励阅读和促进年轻学⽣阅读能⼒发展的计划（Adler 

& Fisher,2001;Lonigan&Shanahan,2009;Slavin et al.,2009;Slavin,Cheung,Groff,&Lake,2008）。这些项⽬在内容和

设计上各不相同。⼀些项⽬侧重于提⾼教师和家长的进⾏阅读指导的质量；另⼀些项⽬则试图增加⼉童阅

读材料的数量（Lonigan&Shanahan,2009）。 

研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的阅读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Abeberese,Kumler,&Linden,2014；

Friedlander & Goldenberg,2016）。就像在发达国家实施的项⽬⼀样，这些项⽬⼤多集中于提⾼阅读频率，提

⾼阅读指导质量，或者两者兼⽽有之。⽐如，Friedlander and Goldenberg（2016）确定当阅读项⽬既提供图

书又提供有效的阅读指导时，对卢旺达学⽣的阅读成绩有积极的影响。Abeberese et al.（2014）在菲律宾，

当给学⽣提供适当的阅读材料，并辅以训练有素的教师进⾏阅读指导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发现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很 重 要 ， 因 为 有 证 据 表 明 ， 贫 困 ⼉ 童 尤 其 容 易 因 阅 读 障 碍 ⽽ 出 现 发 育 迟 缓

（Roskos,Strickland,Haase, 

& Malik,2009）。如果阅读项⽬能够扭转早期阅读困难所带来的恶性循环，那么它们可能反过来提供⼀种机

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持各国未来的教育发展。 

虽然这些阅读项⽬及其对阅读能⼒的影响值得关注，但是对于此类项⽬改善其他教育成果的能⼒却缺

乏有⼒的证据（例如：其他学科的考试成绩）。这种潜在关系背后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发展阅读理解和批判



 2 

性思维等能⼒，提⾼阅读能⼒可以提⾼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如数学或者语⽂（Good et al.,2001;Rutherford-

Becker&Vanderwood,2009;Slavin et al.,2009）。然⽽，到⽬前为⽌，现有的⼀些阅读项⽬的随机实验评估的结

果显⽰，阅读项⽬对学⽣的学业成绩有不同的影响，⼀些研究发现了积极的影响，⽽另⼀些研究发现没有

影响。⽐如，Lucas,McEwan,Ngware,and Oketch（2014）的研究发现，在乌⼲达的⼩学，培训教师如何教授

阅读，以及提供教材，可以显著提⾼学⽣的语⾔测试成绩（写作和⼜语读写测试成绩）。但是 Abeberese et 

al.（2014）的研究发现，在菲律宾为学⽣提供适合他们年龄的阅读材料和教师培训，并没有显著提⾼学⽣

的数学或者社会研究考试的成绩。Borkum,He,and Linden（2012）也发现，在印度学校提供更好的阅读资源，

提供图书管理员以及开展阅读活动对学⽣的数学和科学考试成绩没有任何显著影响。由于这些评估的结果

参差不齐，需要进⾏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定阅读项⽬（以及阅读项⽬的哪些⽅⾯）是否对提⾼学⽣的阅读

能⼒和学科的学习都有效。 

在中国，加⼤对阅读的关注可能尤其有价值。在中国，城乡教育严重不平衡威胁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和社会凝聚⼒（Wang,Liu,Zhang,Shi,&Rozelle,2013;Zhang,Yi,Luo,Liu,&Rozelle,2013）。在农村学校强调阅读

可能有助于缩⼩这种教育差距，就像在某些发达地区中所做的那样（Kim,2006;Kim&Quinn,2013）。然⽽，推

进新的阅读议程可能并不容易，因为在许多传统的环境中，独⽴阅读通常被认为对学⽣的核⼼课程的学业

表现有害（要么是因为阅读分散了学⽣的注意⼒，要么是因为它占⽤了学⽣学习其他学科的时间）。 

幸运的事，⾄少在更⾼的层⾯上，中国政府在 2014 年的年度⼯作报告中宣布，将全国重点放在阅读上，

似乎已经认识到提⾼⽂化的发展潜⼒（people.cn,2015）。作为这项努⼒的⼀部分，政府在 2015 年发起了⼀

项全国性的阅读倡议，⿎励所有年龄和职业的⼈阅读。在最近的倡议下，⼀些省、市政府以及⾮政府组织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了⿎励阅读的项⽬，尤其在农村地区（GMW.cn,2015）。 

然⽽，对于中国学⽣的阅读成就、阅读⾏为和态度，以及他们的⽗母和⽼师的态度，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我们知之甚少。在英⽂⽂献中⼏乎没有发表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在中⽂⽂献中确实存在的少数⼏

篇论⽂中，作者通常会提出案例研究，主要描述在特定教室或⼩教室中观察到的实践（Sun&Xu,2003;Wang, 

Sun,&Wang,2013）。如果没有关于中国学⽣阅读实践的进⼀步的信息和在培养阅读/提⾼教育成果⽅⾯的项

⽬获得成功的证据，那么中国政府将很难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来⽀持阅读能⼒的发展。 

本⽂的总体⽬标是更好地了解农村⼩学⽣的阅读实践，评估阅读项⽬在提⾼农村⼩学⽣阅读能⼒和学

业成绩⽅⾯的有效性。为了实现这⼀⽬标，我们有三个具体的⽬标：⾸先，我们记录了中国农村⼩学⽣的

阅读⽔平、阅读⾏为和阅读态度；其次，我们评估了三种不同的阅读⼲预⽅案，看看特定的⼲预⽅案（⽐

如：阅读项⽬的不同组成部分）是否与更⾼⽔平的阅读能⼒或更⾼⽔平的数学和/或语⽂成绩相关；最后，

我们试图找出有效的可以改善教育结果的阅读⼲预机制。 

本⽂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在下⼀节中，我们将描述采样的过程、阅读⼲预的处理、数据收集和分析

⽅法。我们的结果会在第三节中讨论，最终在第四部分作结。 

2.实验设计和数据采集 

2.1.抽样 

本⽂对贵州省从 2012 年开始实施的三个备选阅读⼲预⽅案进⾏了评估。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约

3500 万，占中国总⼈⼜的 2.6%（贵州省统计局，2015）。虽然贵州省⼈均 GDP（12371 元/⼈）低于 2014 年

全国平均⽔平（20167 元/⼈），但是仅略低于西部其他省份（⼈均 13919 元）（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2014

年的 GDP 增速为 10.8%，⾼于全国 7.4%的 GDP 增速（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贵州省统计局，2015）。此

外，贵州省（3.3%）的失业率略低于 2014 年全国平均⽔平（4.1%）（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虽然我们的

研究只在贵州省的⼀个地区进⾏了抽样，但我们发现，从⼏个关键的社会经济指标来看，这个地区与全国

其他地区相当。2014 年农村⼈均纯收⼊是 9788 元，⾼于西部农村 8295 元的平均⽔平，仅略低于全国农村

10489 元的平均⽔平（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贵州省统计局，2015）。2014 年样本地区的⼩学学龄⼉童净

⼊学率为 99.9%，与全国 99.8%的平均⽔平相近（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贵州省统计局，2015）。综上所述，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我们的样本点在中国农村地区具有代表性。 

我们总共纳⼊了来⾃ 30 所农村⼩学的 128 个班级，⽽这项研究也得到了 128 个班级的充分⽀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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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中的农村⼩学数据，我们假设班级内的相关系数为 0.2，r 平⽅为 0.5。正如许多社会科学⽂献中的

标准⼀样，我们设置 α（阿尔法值）=0.05，幂=0.8。然后我们计算出，在平衡的实验设计中，我们要求每个

班级⾄少有 32 个⼈和 110 个班级来检测标准化效果⼤⼩为 0.2。我们选择了两个经济、⽂化、地理特征相

近的相邻县作为⼲预与对照的县。然后我们随机选取了⼲预县的 15 所⼲预学校，并将其与相邻县的 15 所 

同等规模、教师和学校特征相似的对照学校进⾏配对，以增加我们分析的统计效度（Imai,King,&Nail,2009）。

我们的数据显⽰，在所有可观察到的特征上，⼲预和控制组的学校在统计上是相似的。为了确保我们有⾜

够的样本，在将倾向评分匹配降⾄“共同⽀持”之后，我们进⼀步增加了约 20%的样本数量（达到了 128 个

班级），以确保⾜够的效度。 

我们精⼼设置的样本选择⽅案确保了⼲预组和对照组具有可⽐性。抽样⽅案由两个步骤组成（图 1）。

为了选择样本学校，我们⾸先⾛访了实施阅读⼲预的县。从县教育局，我们得到了⼀份⾄少有⼀个我们正

在评估的阅读项⽬的学校的名单（见下⾯）。在我们的⼲预学校的抽样框架中，共有 15 个乡镇 73 所学校。

接下来，假设邻近的县具有相似的经济、⽂化和地理特征，我们从两个没有学校实施了任何阅读项⽬⼲预

的邻县获得了学校名单。这两个县的学校名单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对照学校的抽样框架。如附录 A 所⽰，我

们的⼲预和控制学校在所有可观察的特征上在统计学上是相似的。 

在确定了我们的⼲预和控制的样本框架后，我们选择了我们的样本学校。⾸先，我们从 15 个样本镇中

各随机抽取⼀所⼲预学校。在每⼀个⼲预学校，我们对三⾄六年级的学⽣进⾏了调查。⼀般来说，每个年

级通常只有⼀到两个班级。如果⼀所学校的⼀个年级有两个以上的班级，我们就会从这个年级中随机选择

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共有来⾃ 15 所学校的 79 个班级的 2533 名学⽣被纳⼊我们的⼲预组。在随机选取了⼲

预县的 15 所⼲预学校后，我们将其与附录 A 所列的具有相似教师和学校特征的相邻两个控制县的 15 所对

照学校进⾏配对。在每⼀所的对照学校中，我们对 3 年级到 6 年级的学⽣进⾏了调查，调查⽅式与我们在

⼲预学校中做的相同。我们的对照组共有 49 个班级 1575 名学⽣。附录 B 显⽰在我们的调查中来⾃⼲预和

控制学校学⽣的可观察特征的集合上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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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阅读项⽬的⼲预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评估了三种不同的阅读⼲预⼿段（图 1）。第⼀个⼲预⼿段是为参与其中的⼩学

的所有班级提供图书⾓（并且只有图书⾓）和课外图书，我们把这称之为图书⾓⼲预。每个图书⾓有两个

架⼦，⾥⾯有 70 本课外书。这些图书的内容因学⽣的年龄和阅读⽔平⽽有所不同。该项⽬提供了⼀些学⽣

感兴趣的图书，这些图书涵盖了学校以外的内容，⽐如⽂学、图画和⾃然科学的图书。总共有来⾃ 10 所学

校的 27 个班级的 573 名学⽣接受了这种⼲预。 

第⼆个⼲预⼿段将图书⾓项⽬与当地教育局提供的教师培训相结合（我们称之为图书⾓+教育局培训）。

教育局提供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如何以国家课程规定的⽅式教授语⽂课。具体来说，这种类型的培训侧重于

⼀些主题，⽐如有节奏的阅读，分析关键段落，词汇发展，总结结论。换句话说，这种类型的培训侧重于

孤⽴地教授特定的阅读能⼒，⽽不是集中于阅读的整体实践。总共有来⾃ 14 所学校 43 个班级的 43 名教师

参加了教育局的培训，有 1605 名学⽣参加了图书⾓+教育局培训的⼲预组。 

第三个⼲预措施也提供了班级图书⾓和教师培训，但是这些培训是由⾮政府组织提供的，⽽不是由当

地教育局提供的（因此，我们将这种⼲预称为图书⾓+⾮政府组织培训）。与图书⾓+教育局的培训⼲预不

同，该⾮政府组织提供的培训侧重于指导学⽣如何独⽴阅读。也就是说，阅读核⼼课程以外的图书。该培

训让教师了解独⽴阅读如何促进阅读能⼒的发展，并提供了⿎励学⽣进⾏积极阅读的⽅法。具体来说，该

⾮政府组织提供了关于⼉童在不同教育阶段应该阅读哪些图书以及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哪些阅读活动来

促进⾃主阅读的信息。来⾃ 9 所学校的 9 名教师参加了 NGO 的培训，9 个班级的 355 名学⽣参加了图书⾓

+NGO 培训的⼲预组。从表 2 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类型的⼲预组和对照组的学⽣根据可观察的特征进⾏平

衡。 

2.3.数据采集 

2015 年 4 ⽉，我们对所有抽样⼲预和控制学校的学⽣和教师进⾏了三组调查。在调查的第⼀部分，我

们询问了⼀系列关于学⽣阅读习惯/态度、阅读书籍的机会以及校内阅读指导/⿎励的问题。具体来说，我

们问学⽣每天独⽴阅读>30 分钟还是>60 分钟；学⽣是否认为阅读对数学或语⽂成绩有积极影响；他/她的

学校是否有图书馆；学⽣是否每周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学⽣是否能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有趣的图书；家中是

否有课外图书；⽗母是否给他/她买书；学⽣在学校是否接受阅读指导；以及⽼师是否⿎励他/她每周借书。

我们还根据国际阅读素养研究（PIRLS）评估的进展提出了⼀系列旨在评估学⽣阅读信⼼和阅读乐趣的问题。 

在调查的第⼀部分，我们还收集了关于学⽣和家庭背景特征的数据。这些问题收集了每个学⽣的性别、

年龄、⽗母迁移状况（他/她的⽗亲/母亲是否主要住在家⾥）、⽗母教育（他/她的⽗亲/母亲是否⼩学毕业）、

孩⼦家⾥的书的数量（孩⼦家⾥是否有>10 本书；家中是否有>10 本⼉童读物）。从这些问题中收集到的信

息作为了我们分析的控制变量。 

调查的第⼆部分是 30 分钟的标准化测试，评估阅读能⼒，以及 30 分钟的数学或语⽂测试。阅读测试

是由训练有素的⼼理测量师通过使⽤国际阅读素养学习（PIRLS）测试中的测试项⽬来构建的（Gaygill & 

Chamberlain,2004;Cheung,Tse,Lam,&KaYeeLoh,2009;Mullis,Martin,&Gonzalez,2004;Tunmer,Chapman,Greaney, 

Prochnow,&Arrow,2013）。根据 PIRLS 的翻译指导原则，考题被认真翻译，内容消毒由⼀组了解中国教育制

度的专家和当地教师评审。翻译的阅读测试随后在中国农村学校的三⾄六年级课堂上进⾏了⼏轮的试点测

试。测试的⼼理测量特性随后通过⼴泛的中试测试数据进⾏了验证，以确保良好的分部特性（⽐如，没有

底部或顶部编码）。在分析中，我们使⽤对照组的平均值和分布对阅读成绩进⾏了规范化。因此，估计的影

响⽤标准差表⽰。 

数学和语⽂的考试是在当地教育局中的教育⼯作者的帮助下精⼼设计的，以确保符合国家课程。我们

对考卷进⾏了多次预考，以确保它的相关性和时间限制是适当的。当我们在抽样学校进⾏考试的时候，它

是由训练有素的调研员仔细地计时和严密地监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所有的学⽣都参加了阅读测试。此

外，我们随机抽取了⼀半的样本班级进⾏标准化数学测试，另⼀半进⾏标准化语⽂测试。换句话说，⼀半

的学⽣参加了阅读和语⽂测试，另⼀半参加了阅读和数学测试。针对分析，我们⾸先计算了阅读测试成绩

超过可能总分⼀半的学⽣的百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分析的及格分数。然后，我们根据每个年级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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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对所有的考试分数进⾏了规范化。 

调查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部分收集了我们样本中关于教师和学校特征的信息。在这部分调查中，我

们询问了中国教师对阅读的态度（中国教师是否认为阅读对学⽣的数学成绩有积极影响，中国教师是否认

为阅读对学⽣的数学成绩有消极影响）。此外，调查还收集了我们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的教师和学校特征的

信息。我们询问中国教师的性别和教育情况（特别是他们是否⼤学毕业）。我们还从校长那⾥收集了他们学

校规模的数据（具体来说就是学校⾯积）。 

2.4.实验策略 

为了确定哪种阅读⼲预对提⾼学⽣的成绩更有效，我们⾸先使⽤了 OLS（普通最⼩⼆乘法）模型。这

个模型可以通过包含⼤量可观察的协变量来部分控制选择偏差和潜在内⽣性。我们使⽤等式（1）分别估计

了三个备选阅读⼲预⽅案的影响。所使⽤的模型如下: 

Yijc=α+β’Pc+γ’Xijc+eijc                                                                                                          （1） 

因变量 Yijc 表⽰学校 j 和班级 c 学⽣ i 的标准化考试成绩。Pc 是三个⼲预虚拟变量的项，它们代表了三

种可供选择的阅读⼲预项⽬：只有图书⾓；图书⾓+教育局培训；图书⾓+NGO 培训。换句话说，只有图

书⾓这个⼲预变量是⼀个虚拟变量，如果班级只接受了图书⾓⽽没有进⾏教师培训，则该变量的值为 1，否

则为 0。Xijc 是协变量的项，它被包括在其中，以获取不同学⽣、家长、教师和学校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

如表 1 所⽰。在所有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通过构造⽤于类级聚类的 Huber-White 标准误修正来计算样本的

聚集性。 

在我们的稳健性检验规范中，我们还包括⼀个学校虚拟变量来控制可能与⼲预变量相关并且影响因变

量的校级固定效应。因为某些学校有两个阅读项⽬的⼲预实施（也就是，图书⾓+NGO 培训和图书⾓+教

育局培训），通过控制学校的固定效应，我们可以把两个阅读⼲预项⽬从任何混淆且难以觉察的学校特⾊中

分离出来识别项⽬的影响。校级固定效应，如果⼀个班级有图书⾓+NGO 培训⼲预，则 Pc=1,和如果⼀个班

级有图书⾓+教育局培训⼲预，则为 0。 

另⼀种修正许多相关协变量的⽅法是倾向评分匹配（PSM）。倾向得分（即：接受⼲预的条件概率）是

通过以学⽣、家长、教师和学校特点为⾃变量的 logit 模型估算出来的（表 1）。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使⽤

的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是最邻近匹配与替换匹配，以确保每个⼲预单位都与最接近其倾向性得分的

⽐较单位匹配。这种⽅法是通过共同⽀持，⽤于计算倾向性得分的 logit 模型和⾃举标准误来实现的。此外，

这种⽅法还提供了⼀种⽅式来评估 OLS 回归估计的稳健性。 

3.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和平衡检验 

我们的样本的汇总统计数据如表 1 所⽰。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样本在男⼥学⽣中⼏乎平

均分布（分别为 51%和 49%）。我们还发现 42%的⽗亲和 51%的样本⼉童的母亲主要住在家⾥（第 3 和第 4

⾏）。⼩学毕业的⽗亲⽐例（45%）⾼于母亲（27%—第 5 和第 6 ⾏）。此外，在我们的教师样本中，51%为

⼥性（第 9 ⾏），39%拥有⼤学学位（第 10 ⾏）。 

我们还检查了⼲预组和对照组是否在这些可观察到的特征上是平衡的。从表 2 可以看出，⼲预组和对

照组在学⽣和家庭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列 8，⾏ 1-8）。除了学校规模（P=0.064,第 8 列，第 11 ⾏）外，在

教师和学校特征⽅⾯，学⽣在⼲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第 8 列，第 9-10 ⾏）。从这些结果中，我们相

信我们的匹配策略能够产⽣⼀个良好的反事实（对照组），我们可以据此评估⼲预的有效性。  

3.2.中国农村学⽣的阅读成就、⾏为和态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学⽣的阅读成就、阅读⾏为和阅读态度，我们对 1575 名未参加任何阅读⼲预

的对照学校学⽣进⾏了调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评估中国农村在没有任何⼲预的情况下的阅读状况。结果

如图 2 和图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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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2015 年贵州省农村⼩学学⽣阅读成就、阅读⾏为与阅读态度。注意：这些数据来⾃于我们的对

照组样本。 

 

根据我们的数据，我们样本中的中国农村学⽣的阅读成就较低。只有 39.1%的样本对照组学⽣（1575 名

学⽣中 615 名）在阅读考试中得分超过 50%（图 2）。换句话说，在对照组中，超过 60%的学⽣表现出极低

的阅读⽔平。这些发现与作者（2017）的发现相似，他们将中国农村学⽣的代表性样本（包括但不限于贵州

数据）的阅读成绩与国际阅读素养研究进展（PIRLS）提供的国际数据进⾏了对⽐。根据作者（2017）的研

究发现，中国⼤陆学⽣的阅读成绩低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学⽣。 

结果还表明，农村学⽣的阅读时间少，阅读信⼼不⾜，阅读态度消极（图 2）。在我们的对照样本中，

只有 11.6%的学⽣每天阅读>60 分钟，只有 29.0%的学⽣每天阅读>30 分钟。考虑到样本学⽣华仔阅读上的

时间很少，在我们的对照样本（没有⼀个）中，没有⼀个学⽣报告他们喜欢阅读，这并不奇怪。虽然我们

不知道这是由于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少，还是由于对阅读的消极态度，但调查结果表明，抽样调查的学⽣中

很少有⼈对⾃⼰的阅读能⼒有信⼼。具体来说，只有 4.4%的受访者表⽰对⾃⼰的阅读能⼒有信⼼。 

学⽣可能对阅读不感兴趣的⼀个潜在的原因是，中国学校体系的竞争性，以及对数学、语⽂和其他在

标准化考试中成绩表现的关注。根据我们的数据，只有 23.4%的学⽣认为独⽴阅读对他们的数学表现有积

极的影响。同样的，只有 38.2%的学⽣认为，提⾼阅读能⼒将有利于他们的语⽂表现（图 2）。这种缺乏对

阅读能⼒与其他学科的学业表现相联系的理解，与国际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具体来说，研究发现，提

⾼阅读能⼒对学⽣在不同学科的学习成绩有⼴泛的益处（Rutherford-Becker & Vanderwood,2009；Thurber, 

Shinn,&Smolkowski,2002）。 

在我们的对照样本中，有⼏个因素可能导致学⽣阅读成绩、阅读时间和阅读信⼼较低。⾸先，即使是

在学校有图书馆的情况下，学⽣也⽆法获得⾜够的独⽴阅读图书。考虑到中国政府⾃ 2003 年以来⼀直⽀持

对学校图书馆的投资（中华⼈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所以我们样本中绝⼤多数学校都有图书馆是不⾜为

奇的（97.7%-图 3，A 组）。然⽽，从我们在调查中进⾏的采访来看，很明显，很多学校的图书馆经常被锁

起来，学⽣们很难甚⾄不可能接触到⾥⾯的书。我们发现，只有 38.0%的学⽣表⽰在上学期每周可以从学校

图书馆借到任何⼀本书。即使我们样本中的⼀些学校图书馆是开放的，75.7%的样本学⽣表⽰他们⽆法在学

校图书馆找到有趣的图书。没有⾜够的机会阅读适合他们阅读⽔平和符合学⽣兴趣的图书，学⽣在阅读上

投⼊的时间少，对阅读持消极态度，阅读能⼒不发达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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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所⽰，2015 年贵州省农村⼩学教师和学⽣对阅读的态度和阅读资源的获取 

注：这些数据来⾃我们的对照组样本。 

A.图书馆资源和学⽣的借阅⾏为 

B.在家的图书资源 

C.对教师阅读的态度和⾏为 

 

即使在学校没有书，如果学⽣可以在家⾥阅读图书，他们更有可能在阅读上投⼊时间，从⽽提⾼他们

的阅读能⼒和信⼼。不幸的是，事实并⾮如此。我们的数据显⽰，在我们控制的学校⾥，学⽣在家⾥也没

有⾜够的时间阅读图书。例如，在我们的对照样本中，69.0%的学⽣没有任何（即 0）在家⾥独⽴阅读图书。

此外，超过半数（58.2%）的学⽣报告说，他们的⽗母从未给他们买过书（图 3，B 组）。这些发现与 Lin（2007）

和 Liu（2015）的研究结果⼀致，他们发现农村家庭缺乏独⽴的阅读材料。根据这些研究，这是因为许多农

村⽗母和看护⼈对阅读也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阅读会占⽤学习的时间。 

即使学⽣能够接触到图书，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使⽤它们。部分原因是很多⽼师不⽀持学⽣

⾃主阅读（图 3，C 组）。只有 10.7%的学⽣在上学期接受过阅读指导。此外，64.4%的样本学⽣表⽰，他们

的⽼师在上个学期没有⿎励他们每周借书（图 3，C 组）。在我们的数据集中，35.6%的样本教师认为独⽴阅

读不会对学⽣的学习产⽣积极的影响。甚⾄有部分教师（占样本的 6.7%）认为独⽴阅读会对学⽣的学业成

绩产⽣负⾯影响（图 3，C 组）。这些发现与之前的研究⼀致，即中国农村学⽣在学校⾥没有得到⾜够的阅

读指导，许多农村教师没有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Wang,2012；Zhang,2004）。 

 

 

注：1.括号内是稳健性标准误，***p< .01,**p< .05,*p< .1。 

2.我们分析了每⼀种阅读⼲预⽅式（只有图书⾓、图书⾓+教育局培训、图书⾓+NGO 培训）对学⽣阅读能

⼒和学业成绩（标准化阅读考试、数学考试、语⽂考试成绩）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表 1 中显⽰的相同协

变量。 

3.所有样本学⽣都参加了阅读考试（4108 名学⽣）。然后，我们样本中的学⽣要么参加了标准化数学考试

（2604 名学⽣），要么参加语⽂考试（1504 名学⽣）。 

 

3.3．三种阅读⼲预⽅案的影响 

在这⼀⼩节中，我们试图评估了这三种阅读⼲预项⽬中是否有⼀种能有效地提⾼学⽣的阅读能⼒，以

及某些⼲预是否⽐其他⼲预更有效。我们发现，在只接受图书⾓⼲预的感激中，与对照组相⽐，学⽣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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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能⼒并没有提⾼（表 3，第 1 列，第 1 ⾏）。同样，在接受图书⾓+教育局培训⼲预的班级中，学⽣的阅

读能⼒与对照组的学⽣相⽐有明显的提⾼；然⽽这种差异并不显著（表 3，第 1 列，第 2 ⾏）。 

然⽽，我们发现当他们得到图书⾓+NGO 培训的⼲预时，学⽣的阅读能⼒在他们的课堂上得到了提⾼。 

从表 3 可以看出，接受图书⾓+NGO 培训⼲预的班级与对照组学⽣相⽐，标准化阅读成绩平均提⾼ 0.61 个

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1 ⾏ 3）。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我们只在图书⾓+NGO 培训⼲预中发现了

统计上有意义的结果，⽽没有发现其他的结果，但很可能是 NGO 教师培训中独特的⼀些因素导致了这些

差异的结果。与政府的培训项⽬不同的是，NGO 的教师培训项⽬主要是关于培训⾃主阅读的重要性和促进

⾃主阅读的⽅法，例如提供分级阅读的材料和组织课堂阅读活动。相⽐之下，其他⼲预措施没有提供任何

培训或培训只专注于教授特定的阅读能⼒，这些能⼒定期在标准化的语⽂考试中进⾏测试。 

表 3 还显⽰，对于这些结果所使⽤的分析⽅法是可靠的。具体地说，当我们对学校固定效应进⾏控制，

⽐较图书⾓+教育局培训与图书⾓+NGO 培训的结果时，我们发现图书⾓+NGO 培训组的学⽣标准化阅读

测试成绩⽐图书⾓+教育局培训组⾼出近 0.43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2 ⾏ 3）。当没有使⽤学校固定

效应时，结果接近 0.52 个标准差的估计值（显著⽔平为 1%—列 1，⾏ 2 和⾏ 3）。换句话说，我们的结果的

⼀致性提供了证据，证明 OLS 回归的主要结果对替代规范是可靠的。 

不同的阅读⼲预对学⽣学业成绩的影响也见表 3。结果发现，图书⾓和图书⾓+教育局培训⼲预对学⽣

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列 3，⾏ 1 和⾏ 2）。但是，这⾥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没有积极的影

响，但也没有消极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样本中的阅读并没有影响学⽣的数学成绩。 

 

 

注：我们将三个⼲预组与对照组进⾏了⽐较。样本量与我们的 OLS 回归相同，所有学⽣都参加了阅读考试

（4108 名学⽣）和标准化数学考试（2604 名学⽣）和语⽂考试（1504 名学⽣）。对照组学⽣ 1575 ⼈，其中

988 ⼈参加了标准化数学考试，587 ⼈参加了标准化语⽂考试。只有图书⾓组⾥共有 573 名学⽣，其中参加

标准化数学考试的 330 名，参加标准化语⽂考试的 243 名。在图书⾓+教育局培训的组中，共有 1605 名学

⽣参加，其中 1005 名参加了标准化数学考试，600 名参加了标准化语⽂考试。在图书⾓+NGO 培训组中，

共有 355 名学⽣，其中 281 名参加了标准化数学考试，74 名参加了标准化语⽂考试。 

 

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其他两种⼲预措施有显著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结果清楚的表明，在接受图书⾓+NGO

培训⼲预的班级中，学⽣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对照组学⽣⾼出 0.35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3 ⾏

3）。当我们控制了学校固定效应，并且只⽐较图书⾓+教育局培训和图书⾓+NGO 培训时，我们的结果是

⼀致的。当没有使⽤学校固定效应时，两组⼲预组的差异为 0.37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3，⾏ 2 和

⾏ 3），接近于学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 0.34 个标准差（显著⽔平 1%—列 4，⾏ 3）。 

我们的结果还发现，接受图书⾓+NGO 培训⼲预与语⽂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 3）。其中，

在图书⾓+NGO ⼲预的班级中，学⽣的标准化语⽂测试成绩⽐对照组学⽣⾼出 0.29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5%—列 5 ⾏ 3）。在控制学校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图书⾓+NGO 培训组的学⽣的标准化语⽂成绩⽐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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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培训组的学⽣提⾼了 0.57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6 ⾏ 3）。 

我们还发现，考虑到使⽤ PSM 分析得出的结果显⽰，对我们所选择的分析⼯具所得出的 OLS 和固定

效应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表 4）。使⽤ PSM 分析，我们发现，在 NGO 提供的教师培训的同时，实施⼀个

班级图书⾓对学⽣的成绩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特别的是，在接受“图书⾓+NGO 培训”的班级⾥，学⽣的

标准化阅读成绩平均提⾼了 0.62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1 ⾏ 3）。我们的结果还发现，与对照组相

⽐，⼲预组学⽣的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平均增加了 0.35 个标准差（显著⽔平 1%—列 2 ⾏ 3）。此外，学⽣

标准化语⽂成绩的估计系数为 0.37 个标准差（显著⽔平 10%—列 3 ⾏ 3）。在上述 OLS 分析中，我们也发

现班级只接受图书⾓或者图书⾓+教育局培训⼲预没有影响。 

这些发现的意义是重要的。当合适的⼲预⽅法以合适的⽅式实施，我们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不仅学⽣

的阅读能⼒提⾼了，他们的数学和语⽂成绩也提⾼了。这些结果与许多农村教育者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

⽐，这可能是不教阅读、不使⽤图书馆，进⽽导致学术成果不佳的原因之⼀。研究结果表明，提供阅读教

学的项⽬对学⽣的阅读能⼒和学业成绩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Brynes,2000;Friedlander & Goldenberg,2016; 

Manning & Manning,1984;Topping et al.,2007）。例如，Lucas et al.（2014）世卫组织发现，提供教师培训和教

学材料的阅读项⽬提⾼了乌⼲达学⽣的书⾯和⼜头读写能⼒。 

虽然阅读能⼒的提⾼导致语⽂成绩的提⾼是相对直观的，但是阅读如何导致数学成绩的提⾼却不是太

清楚。因为更好的阅读能⼒可以帮助学⽣发展词汇和阅读理解能⼒，因此这些项⽬可以提⾼学⽣的语⽂成

绩。然⽽，关于阅读能⼒⽔平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却少得多；现有的证据表明，阅读能⼒可能⽀

持数学能⼒的发展（Jordan,Hanich,&Kaplan,2003;Rutherford-Becker&Vanderwood,2009;Thurder et al.,2002）。

这些研究表明更好的阅读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之间存在联系。这也可能很简单，因为更好的阅读能⼒可

以让学⽣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词语问题”。 

 

 
注：1.括号内是稳健性标准误，***p< .01,**p< .05,*p< .1。 

2.我们将图书⾓+教育局培训、图书⾓+NGO 培训⼲预与对照（总样本=3535 ⼈）进⾏⽐较。我们也控制了

表 1 中相同的协变量。 

 

3.4.阅读⼲预的作⽤机制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理解教师培训的类型导致对阅读能⼒和学习成绩不同的影响的机制。具体的说，

我们想要探究为什么图书⾓+NGO 培训项⽬有益于教育成果，⽽图书⾓+教育局培训项⽬却没有。为此，

我们调查了学⽣的阅读⾏为和教师的阅读指导实践，以确定为什么这两种类型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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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虽然图书⾓+教育局培训和图书⾓+NGO 培训组的学⽣阅读⾏为都有所改善，但是教师在

阅读结构上的改变和教师对阅读的态度可能会对学⽣在课堂上的阅读能⼒和学习成绩产⽣积极的影响。如

表 5 所⽰，与对照组相⽐，两组学⽣每天阅读⾄少 30 分钟（列 1，1 ⾏和 2 ⾏）的可能性更⼤，从学校借

书的可能性更⼤（列 2，1 ⾏和 2 ⾏）。此外，教师更倾向于⿎励学⽣借书（列 3，1 ⾏和 2 ⾏）。然⽽，这

些改善在图书⾓+教育局培训和图书⾓+NGO 培训组（列 1-3，10 ⾏）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从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教育局和 NGO 培训的影响最⼤的区别在于 NGO 的培训促使更

多的教师在课堂上提供阅读指导，并在样本教师中引发了更多的积极的阅读态度。与对照组相⽐，接受 NGO

培训的班级的学⽣接受阅读指导的可能性要⾼ 0.36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表 5，列 4 ⾏ 2）。然⽽，我

们发现图书⾓+教育局培训⼲预组的学⽣接受指导的可能性仅⽐对照组⾼ 0.1 个标准差，且该值不显著（列

4，⾏ 1）。图书⾓+教育局培训与图书⾓+NGO 培训⼲预之间的系数差异在 5%⽔平上显著（列 4，⾏ 10）。

此外，我们发现在班级上接受“图书⾓+NGO 培训⼲预”的中国教师中，认为阅读对学⽣数学成绩有积极影

响的⽐例⽐对照组教师⾼ 0.36 个标准差（显著⽔平为 1%—列 5 ⾏ 2）。相⽐之下，该值仅⽐对照组教师⾼

0.12 个标准差，⽽接受图书⾓+教育局培训⼲预的教师则不显著。因此，我们发现改变教师阅读态度的能⼒

在图书⾓+教育局培训和图书⾓+NGO 培训⼲预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显著⽔平为 5%—列 5 ⾏ 10）。 

这些结果表明，阅读教学和教师态度对提⾼学⽣的阅读能⼒和学习成绩起着重要作⽤。根据我们对学

⽣和⽼师的访谈（⽆论是在评估调查之前还是之后），在 NGO 培训之后，⼤多数被⼲预的⽼师每周会组织

⼀到两次阅读课。在这些阅读课上，⽼师教学⽣如何阅读课外书，组织学⽣分组与同学讨论图书内容，⿎

励学⽣在课堂上做读书报告。⽂献表明，阅读教学可以通过提⾼学⽣的阅读理解⽔平，直接影响学⽣的阅

读能⼒（F oorman,Francis,Fletcher,Schatschneider,&Mehta,1998;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8）。因此，似乎

随着理解⽔平的提⾼，学⽣可能已经能够更有效地阅读，并提升他们的阅读能⼒。 

教师对阅读重要性的信念对学⽣的阅读⾏为也有很⼤的影响（Richardson,1996;van Under,Ritzen  

&Pieters,2014）。如果教师⽀持独⽴阅读，并将这种态度融⼊到教学中，学⽣就会变得更乐于阅读。根据我

们的数据，这也是真的。此外，其他研究表明，积极的教师态度可以改变学⽣的阅读⽅式。由于阅读量的

增 加 ， 他 们 学 会 了 精 读 并 提 ⾼ 学 习 效 率 ， ⽽ 不 是 流 浪 图 书 和 主 要 看 图 ⽚ （ Elley,1996;Foorman et 

al.,1998;Wigfield & Guthrie,2000）。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图书⾓+NGO 培训⼲预既改善了课堂教学实践

（阅读能⼒），也改变了教师对阅读重要性的态度，从⽽提⾼了学⽣的成绩。 

4.结论 

本⽂试图了解⿎励⾃主阅读的阅读⼲预项⽬是否能提⾼中国农村⼩学⽣的阅读能⼒和学习成绩。我们

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我们样本中的农村⼉童在基线调查时阅读成绩较差，但是阅读⼲预可能会提⾼中国

农村学⽣的阅读能⼒和学业成绩。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学⽣获得独⽴阅读材料的机会增加，加上有效的

教师培训，导致学⽣阅读能⼒、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和标准化语⽂考试成绩显著提⾼。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项⽬设计对于实现阅读⼲预⽬标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发现，在接受图书⾓和

NGO 培训的班级中，学⽣的成绩又了显著提⾼，但在只实施图书⾓或实施图书⾓并接受当地教育局教师培

训的班级中，没有发现这种效果。这些结果表明，培训教师关于独⽴阅读的重要性和促进学⽣独⽴阅读的

⽅法，在提⾼学⽣阅读能⼒⽅⾯⽐在语⽂考试中定期测试的能⼒更有效。这⼀结果也让我们相信，⾃主阅

读训练导致了阅读教学和教师阅读态度的转变。阅读教学有可能直接提⾼学⽣的阅读理解⽔平，但是教师

阅读态度的改变间接提⾼了学⽣的阅读效果。例如，教师对阅读的积极态度可能帮助学⽣变得更加投⼊和

细⼼。因此，学⽣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会增加，并能让学⽣更有效地提⾼阅读能⼒。综上所述，这

些结果⽀持这样⼀种观点，即不仅阅读量（图书册书）对提⾼阅读能⼒⾄关重要，阅读教学质量也是发展

中国家建⽴有效阅读项⽬的内在要求（Elley,1988;Friedlander&Goldenberg,2016）。 

就未来政策⽽⾔，我们的论⽂有⼏点启⽰。⾸先，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学校的阅读成就⽔平较

低，获得独⽴阅读资源的机会不⾜。因此，中国教育系统的决策者必须仔细考虑如何提⾼农村地区的阅读

能⼒。其次，提⾼阅读能⼒可能需要更多的可接近的合适图书。为提⾼农村学⽣的阅读能⼒⽔平提供有效

的教师培训，似乎是提⾼农村学⽣阅读⽔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开展教师对阅读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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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培训和阅读教学⽅法的培训，以提⾼阅读能⼒，提⾼学⽣的阅读兴趣。我们相信，当学⽣的阅读能

⼒提⾼的时候，其他学科的学业成绩也会随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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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注：1.在⼲预学校有 2533 名学⽣，在对照学校有 1575 名学⽣。 

2．为了检查控制学校和⼲预学校之间的平衡，我们对⼀组教师和学校的特征进⾏了回归。例如：师⽣⽐=a1*

⼲预学校。然后，我们测试了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都为零。从这⾥，我们得到了 p 值。 

 

附录 B 

 

注：1.在⼲预学校中有 2533 名学⽣，在控制学校中有 1575 名学⽣。 

2．为了检查对照组和⼲预组之间的平衡，我们对每个控制变量进⾏了回归。例如：性别=a1*⼲预组。然后，

我们测试了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都为零。从这⾥我们得到了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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